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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正面临转型。
尽管从需求角度理解城镇化的功能仍有一定意义， 但城镇化在促进创新、 改

进供给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应引起重视。 作者的理论文献综述表明： 第

一， 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城市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通过集聚经济机制对创新

的孕育； 第二， 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知识溢出带来的外

部性， 但对于产业内的知识溢出与产业间的知识溢出， 究竟何者更为重要，
学术界尚未有定论； 第三， ２１ 世纪以来， 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城市对知识工

人的吸引力， 创意城市理念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力践行。 作者认为， 在进

入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 中国应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

增强城市的创新功能， 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 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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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常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城镇化的新阶段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０ 年， 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 ９􀆰 ８％的高速增长，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被誉为 “中国奇迹”。 就增长动力而言，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

大引擎。 总体看来， 以工业化为先导、 遵循 “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城市

发展……” 的自然过程是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精髓所在。 这充分保证了每年数以千

万计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 同时也避免了贫民窟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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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

下降。 在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城镇化模式也势必面

临转型。 长期以来， 城镇化的主要任务被认为是拉动内需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因此，
有一种思路认为新阶段的中国城镇化将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在理论界， 有

不少文献从需求层面， 特别是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城镇化的经济含义， 认为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陈元， ２０１０； 王国刚， ２０１０； 万广华等，
２０１２）。 这类文献的逻辑是自洽的。 中国的城镇化率长期低于钱纳里和赛尔昆

（１９８８） 构建的 “发展模型” 所刻画的常态水平， 也就是说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 中

国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个时期内， 中国的城镇化率仍有快速提

高的潜力。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 将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人口转

移到城市， 势必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 具体地看， 这类文献有三个

方面的理论证据。 第一， 会计、 金融、 知识产权等现代高端服务业和医院、 体育馆等

大型生活基础设施只有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里才能拥有更多的消费者。 第二， 对发展

中国家而言， 如果政策措施得当，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也是这一群体就业机会

增加、 劳动技能提高、 收入增长、 福利水平提高的过程， 居民收入的增长和预防性储

蓄动机的减弱将直接推动人们对各类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 不断释放消费潜

力。 第三，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还需要在环保、 住房、 医疗、 教育、 休闲娱乐、 社会

保障等各方面进行规模大、 期限长的投资， 这既能够在短期内有利于扩大内需， 从中

期看也能消化许多行业的过剩产能， 还能够形成长期耐用的公共消费品。
尽管从需求面开展的分析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更应注意到， 新常态下的中国

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来自短期的宏观经济总需求层面， 而来自由供给侧决定的长

期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结构层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 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①

当前中国面临的产能过剩、 债务风险增大、 金融乱象丛生、 城市无序扩张等重大结构

性失衡， 大多不是周期性的问题。 单纯依靠总需求刺激政策非但难以有效解决， 还可

能适得其反。 以城镇化领域为例， 在钢筋、 水泥等建筑材料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
通过拉动城市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老办法来扩大投资需求可能产生饮鸩止渴

的恶果： 在短期内看似可以缓解产能过剩， 但在长期内会诱使这些产业的产能继续增

加， 直至过剩。 以扩大投资为特征的城镇化战略与产能过剩交互影响， 使得经济循环

不畅的问题愈演愈烈， 陷入 “水多加面、 面多加水” 的自我循环怪圈。
上述分析表明，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基点必须从 “扩大内需” 转

向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就意味着， 要从供给层面入手， 将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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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 用改革的办法改善供给效率， 用效

率的提高来弥补速度下降的缺口， 将经济增长全面转移到创新驱动、 结构优化、 质量

提高、 可持续的新轨道上来。 相应地， 城镇化亦不能只被视为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
而更应被看作提升供给效率和促进创新的重要抓手。

从经济理论角度看， 推进城镇化的主要经济动因源于供给侧： 将大部分制造业和

服务业活动放在城市开展能够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具体而言， 在要

素高度聚集的城市区域内， 企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更容易相互学习新技术， 更容

易招到合适的工人， 更容易采购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交通运输成本和大型公共设施

的使用成本也更低。 以上各种集聚效应叠加， 能够促进新知识的产生、 传播和积累，
提高一个经济体的潜在产出水平， 并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进而能够提升劳动力、
资本、 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从经验事实角度看， 纵观人类历史， 城市始终是创新与增长的发动机。 无论文艺

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与伯明翰， 还是 ２０ 世纪初的巴黎、 ２０ 世

纪末的纽约和班加罗尔， 都是创造性活动和创新人才的集聚地。 大量实证研究有力地

支撑了这一判断。 从空间角度审视， 创新比发明和生产环节更具地理集聚性，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 （１９９６） 发现， 即便控制了生产的地理分布， 创新成果仍然表现

出明显的向城市地区集聚的空间分布趋势。 在产业层面， 针对美、 日、 韩等发达经济

体的若干经验研究证实， 如果城市中的某一产业规模翻倍， 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

高 ２％ ～１０％ ， 在现代科技产业， 如电子、 交通工具和机器制造业， 生产率的提高幅

度会更大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１９８５；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８；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从这个意

义上说， 从供给侧探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恰恰是回归本源的理论探索。
由此可见， 如果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能够通过在空间上大规模重新配置资

源， 切实发挥出促进企业创新、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率的作用， 那么中国经济的

潜在产出水平将得到提高， 结构性减速的幅度将趋缓。 与此同时，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率的提高也将弥补增长速度下降带来的福利损失， 国民将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收

益。 当然， 城镇化带来的供给面变化客观上一方面能满足城乡居民在教育、 文化、 医

疗、 居住、 交通、 通信、 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会由此创造出大量新

的投资需求， 从而有助于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但必须认识到， 这一效果并非单

纯从需求侧施策的结果， 而是得益于供给侧的发力。
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根本要靠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论述， 创新是一个打破旧均

衡、 实现新组合的经济过程， 它包括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 组织制度创新等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１９３４）。 通常来说， 创新活动成功实施后， 企业动用同样数量的要素，
能够生产出更多数量或更高质量的产品， 获得更多的利润， 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结构发

生革命性的变化。 可见， 经济体系的成长活力来自无数微观生产主体在各个方向上的

创新与探索， 创新活动是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精

辟地总结了创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作用： “当今时代， 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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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 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

回应”。① 换言之， 创新要以市场的接受程度为衡量标准， 而市场会为创新者提供利

润作为回报， 这对社会而言意味着经济福利、 生产效率、 繁荣与增长 （霍尔、 罗森

伯格， ２０１７）。
创新在供给侧、 生产端的地位如此重要， 因此要从供给侧理解城镇化对于中国经

济长期增长的作用， 首先就要理解城市中创新产生、 扩散和积累的机理， 并在此基础

上搞清楚城市是如何通过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城市经济

学、 创新经济学、 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社会学、 管理学、 组织科学等社会科学各大分支

均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研究工作， 并积累了丰硕的理论文献。 尽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

已对这些理论进展和基本事实做了某些方面的初步综述 （Ｓｐｅｎｃ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罗森

塔尔、 斯特兰奇， ２０１２）， 但国内学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跟踪和梳理。 本文余下部分

将力图弥补这一不足， 从城市集聚经济与创新、 专业化与多样化的理论争论、 创意城

市的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对城市、 创新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经验事实进行梳理， 并从

中总结出对中国城镇化的一些启示， 以期激发国内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

二、 城市集聚经济： 创新与增长的源泉

大量跨国研究表明， 城镇化确实是促进创新、 提高生产率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 （Ｒｅｎａｕｄ， １９８１；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０）。 对于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 学界普遍认为

由城镇化带来的集聚经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是创新的真正源泉， 因而也是

经济持续发展的构成要素 （雅各布斯， ２００７）。
最早的对城市集聚经济的探讨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经典著作 《经济学原理》 （马

歇尔， ２００５）。 该书第 １０ 章专门描述了工业组织聚集于城市所产生的三大经济效应。
当代经济学家将马歇尔细致入微的观察提炼为城市集聚经济的三个微观效应： 共享、
匹配和学习 （杜兰顿、 普加， ２０１２）。 换言之， 城市是通过共享、 匹配、 学习等三类

机制来提高产业供给效率的。 所谓共享， 就是说城市能够为投入品供应商提供更大的

市场， 使得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提高而不断降低， 实现规模经济，
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 同时还有利于促进供应商为生产企业提供更专业化的产品和

服务， 提高投入品质量； 所谓匹配， 即有利于企业找到大量适应特定需求的、 有专门

技能的人才； 所谓学习， 就是加快知识的外溢， 让企业家和工人都能够更有效地向同

行学习， 使得创新更容易在城市的企业中涌现 （亨德森、 蒂斯， ２０１２）。 以上各种效

应相互叠加， 则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提升劳动力、 资本、 土地等各种生产要

０４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① 习近平 （２０１６），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人
民日报》 １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ｒｍ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６ －０５ ／ １０ ／ 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ｒｅｎｍｒｂ＿２０１６０５１０＿１ －０２􀆰 ｈｔｍ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３］。



素的使用效率， 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其中， 共享效应是指共享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关专业化产业带来的规模经济， 匹配

效应是指更具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提高工作匹配程度， 这两种效应给经济运行带

来的益处比较直观。 而学习效应则直接与创新相关， 机制也较为复杂， 需要详加

论述。
在谈论城市集聚经济时， 学习效应主要指的是知识 （或技术、 信息等） 的溢出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效应。 在马歇尔之后， 雅各布斯和克鲁格曼对于城市知识溢出效应的研

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 《城市经济》 中， 雅各布斯用大量的例子说明城市中的知

识溢出是创造性活动的源泉 （雅各布斯， ２００７）。 此后大量学者沿着这一思路来探讨

地理环境如何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 其中，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ａ、 １９９１ｂ） 开创性地指出

了地理环境与生产及贸易的关联， 将经济地理学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卢卡斯著名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直接受益于雅各布斯著作的启发， 他认为雅各布

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 “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这种经济学术语， 但却通过数百个具体

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城市是如何通过促进知识溢出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８８）。 卢卡斯在后续研究中仍高度重视城市与知识溢出的关系。 例如， Ｌｕｃａ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通过简单的模型刻画出一个简明的道理： 城市能够促进各种思想和知

识加速流动， 并使其汇集在城市。 由此可见， 城镇化有利于新创意和新知识的涌现，
进而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 是一个经济体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 数十年以来， 有一种预测一直甚为流行： 电话、 传真、 视频会议、 互联网

等新技术的普及将会使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下降； 在创新活动中， 城市也将变得不再

重要 （Ｇａｓｐａｒ ａｎｄ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时至今日， 城市却正在变得

越来越重要， 成为全球各国竞争人才、 创意和繁荣的主战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

一些重要文献通过数据分析和理论逻辑的构建解释了上述现象， 并将学术界对城市集

聚经济中的学习效应与创新机制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
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７） 首创了标靶方法， 并运用该方法反复证明了产业创新

的空间集聚性依然无处不在。 更多的文献证明， 城市的重要性之所以在新技术的冲击

下不减反增， 关键在于非正式交流对于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Ｓｔｏｒｐｅｒ （１９９７） 指

出， 非正式交流包括基于面对面交流的隐性知识、 惯例、 习俗、 规范、 交流方式等

等， 这些要素被视为代表某一城市或区域创新潜力的重要资产； 因为本地信息或本土

知识是企业家创造新产品或新工艺的重要投入要素。 信息的获取需要成本， 而本地信

息的跨区域传递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产生十分高昂的成本， 这一现象被学术界称为

“信息粘性” （Ｓｔｉｃｋ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根据 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 （１９９４） 的综述， 造成信息粘性的

原因有很多， 既可能与信息本身的编码方式等特性有关， 也可能与信息搜集者缺乏必

要的信息吸收能力有关。 信息粘性的普遍存在使得人们倾向于聚集在城市， 以降低信

息的传递、 搜集和吸收成本， 这其中就包括降低新创意、 新知识的溢出成本。 通俗地

说， 信息跨越城市内的街道社区远比跨越山川海洋要容易得多 （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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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除了 “信息粘性” 之外， “实践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是理解非正

式交流和本地信息在创新中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８５） 通过观察较

早地发现， 项目方案中描述的工作方式与人们在实际中的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 关键

之处在于， 有一些类型的知识是难以用语言准确表达的隐性知识， 掌握这些类型的知

识不仅需要理论学习， 更需要学习者在实践中去领会 （Ｎｏｎａｋａ， １９９４； Ｃｏｏｋ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 １９９９）。 实践共同体的重要性就在于提供多样化的实践环境， 提升学习者对

隐性知识的掌握程度。 在互联网等新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 Ａｍｉｎ 和 Ｃｏｈｅｎｄｔ
（２００４） 指出， 网络共同体等新型实践共同体中， 可以创造出一种替代空间接近性的

关系接近性， 人们在其中的互动可能会改善知识学习的有效性， 在互动和实践中创造

出新的产品与服务。
尽管从理论上看， 实践共同体看似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人们聚集在城市的必要

性，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貌。 需要注意， 在网络等新型实践共同体中可以有效传播的

主要是一些有趣但并不具备特殊经济价值的随机数据或信息字节， 而学习那些可以催

生创新的专业技术则仍需要借助面对面的互动， 二者的作用不可互相替代。 格莱泽

（２０１２） 提供的大量案例表明， 信息技术的进步似乎是增加而非降低了面对面交流的

重要性， 二者是互补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 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变得更加信息密

集， 这就提高了知识， 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价值， 从而也就提高了向城市中的其他人学

习的价值。 这与 １９ 世纪后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观察到的另一种现象高度类似：
燃烧效率更高的蒸汽机非但没有降低煤炭消耗量， 反而由于其降低了能源使用成本，
推动全球实现了以煤炭为主要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经验证据有力地支持了格莱泽 （２０１２） 的论断。 Ｊａｆｆｅ 等 （１９９３） 发现， 专利有

一种很明显的倾向———引证在地缘上更加接近的其他专利， 在所有公司专利印证中，
有 ２０％以上是同一个城市的专利。 Ｍａｕｒｓｅｔｈ 和 Ｖｅｒｓｐａｇｅｎ （２００２） 对欧洲专利数据的

分析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杜兰顿和普加 （２０１２）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更加系统地从知识的产生、 扩散

和累积三个环节来探讨城市的创新特征。 在知识产生方面， 其核心思想依然来自雅各

布斯 （２００７）， 即城市的多样化环境会促进创新的搜寻和试验。 在知识扩散方面， 其

基本观点是， 与具有较高技能或知识的人接近将有助于自身技能或知识的获得， 这种

观点在马歇尔的描述中也可见一斑； 此外， 社会学习也是城市中信息扩散的一种有效

形式， 在这方面相关理论较为成熟且已大量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 （Ｖｉｖｅｓ， １９９６；
Ｓｏｂｅｌ， ２０００）。 在知识累积方面， 一方面可考虑人力资本积累可能具有外部性， 另一

方面可考虑创新本身可能也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即新的创新与过往创新的数量

（知识储备） 具有相关性， 并且通常认为这些溢出的范围往往局限于本地。
从目前针对城市集聚经济微观基础的研究来看， 学习 （知识溢出） 效应主要被

用于分析城市对于创新的支撑作用。 同时也有文献注意到， 共享与匹配效应在某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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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样与创新相关。 例如 Ｆｅｌｄｍａｎ 和 Ａｕｄｒｅｓｔｓｃｈ （１９９９） 发现， 与经济活动集中于较

窄的产业相比， 城市中拥有共享共同科学基础、 多样化且兼具互补性的产业将更有助

于创新。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８） 描述硅谷早年的兴旺是如何得益于企业间雇员的流动， Ｓｍｉｔ
（２０１７） 则证明城市中的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创新， 并且对于企业来说， 流入的新员工

过往职业背景的多样化比流入新员工的数量更有助于创新。
总之， 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城市的本质特征便在于其对创新的孕育， 借用著名

城市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等人的话来说： “本质上讲，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城

市和区域层面的事情， 而非企业和个人层面的事情”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ａｎｄ Ｍｅｌｌａｎｄｅｒ， ２０１７）。
城镇化概念描述的是伴随工业化发展， 非农产业在城市集聚，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

中的自然历史过程。 既然城市对创新可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推动作用， 那么城镇化进程

自然也与创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城镇化进程中， 当人口和其他要素的聚集达到

一定水平之后， 就会带来足以抵消地价上涨、 拥堵、 污染、 社会矛盾等城镇化成本的

正外部性效应。 这一效应直接表现为创新不断涌现， 劳动分工不断深化， 基础设施和

社会服务供给成本不断降低， 从而创造出城市的规模收益递增特性。 在市场机制条件

下， 这一进程将持续进行， 直至负外部性引发的边际成本等于集聚效应等正外部性带

来的边际收益时， 城市的规模就达到了最优状态， 城镇化进程也就完成了。
根据上述分析， 持续提高效率和产出水平， 进而实现产业发展与就业的匹配， 推

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转变乃是城镇化的根本经济学要义所在。 进一步地说， 我

们必须强调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引领作用， 城镇化必须遵循先有市、 后有城的逻辑，
走出一条由产业发展导致就业增加， 从而诱发人口集聚， 产生规模收益递增， 推动城

镇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道路。 如果不注重城镇化的产出增长和供给效率改进功

能， 城镇化就会偏离其本质， 产生各种各样的系统性风险， 甚至可能导致城市的解体

和城镇化进程的停滞。①

三、 专业化还是多样化： 主要理论分歧

在城市经济学中， 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知识溢出带来的外部

性， 然而究竟何种外部性或何种知识溢出更加重要， 在该研究领域却一直存有争议。
争议最早是由格莱泽等人提出， 他们在文章中总结了三个用于分析城市中创新产生的

理论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 第一个被称为 ＭＡ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ｒｒｏｗ⁃Ｒｏｍｅｒ） 外部性，
从名称便可看出， 该理论源自马歇尔对城市经济的分析 （见第二节）， 后逐步被

Ａｒｒｏｗ （１９６２） 和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８６） 模型化， 该理论强调的是知识在特定产业内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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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常也被称为产业地方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第二个理论来自波特的 《国家竞

争优势》， 在其中波特指出有竞争力的产业通常是集群式分布， 集群使得科技、 信

息、 基础建设、 人力资源的投资产生外溢效应进而放大创造力 （波特， ２０１２）。 第三

个理论则是来自雅各布斯， 她认为城市经济的核心在于其多样化， 不同产业间的交流

有助于新知识的创造 （雅各布斯， ２００７）。 这一理论的根本要义在于， 地理位置的接

近使得不同产业的交叉渗透与合作成本变得很低， 并且增加发现意外机会的概率， 而

意外发现往往意味着新的创意、 方法或产品的出现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１９９９）。
综上所述， ＭＡＲ 和波特的理论强调的是城市区域内产业内的知识溢出， 而雅各布斯

的理论则强调的是城市区域内不同技术或产业间的知识溢出。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 如果产业内的知识溢出更加重要， 则意味着专业化———特定

产业及辅助产业的集群化———城市更有益于创新和增长； 而如果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更

加重要， 则多样化城市更具优势。 更进一步， 如果产业内的知识溢出或外部性对于创

新更为重要， 则如相关内生增长模型所反映的， 外部性的内部化将更有效地激励企业

家的创新投入， 这意味着一个垄断的市场结构将更有效率。 这种观点实际上可追溯至

熊彼特的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 另外， 如果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或外部性对

创新更为重要， 则意味着产业及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多进而不同产业企业间互动的增

加将更有利于新想法的产生， 正如雅各布斯 （２００７） 对所谓无效率的中小企业的强

调。 波特 （２０１２） 虽然推崇专业化， 但他认为只有积极而持续的竞争环境才能保持

产业整体的竞争优势， 这源自其对现实的观察而非极度简化的经济学模型。
那么经验证据到底是更加支持城市的专业化还是多样化呢？ 总体来看， 支持多样

化的证据更多。 例如 Ｇｌａｅｓｅｒ 等 （１９９２） 使用美国 １７０ 个城市的大产业在 １９５６ ～ １９８７
年间的成长情况的数据， 证明了本地的竞争以及产业多样化有利于行业的就业增长。
Ｆｅｌｄｍａｎ 和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１９９９） 则同时在产业层面及企业层面证明了城市的多样化比专

业化更能促进创新， 尤其是在产业层面上， 他们发现城市的专业化对于创新的影响甚

至是负向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使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的企业层面数据证明， 在中国， 企业

的产品创新得益于城市规模及产业多样化而非专业化。
虽然有大量的经验证据指向专业化城市的劣势， 但鉴于现实中两类城市在各国都

是同时大量存在的， 并且城市间无论相对规模还是部门组成也比较稳定 （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ｋ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７；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很难说专业化的城市对于发展而言必然无效率。
第一，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３） 发现同一部门的专业化对于提高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而不

同部门的多样化则有助于创新。 第二，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１） 运用法国的数据证

实， 专业化城市和多样化城市对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具有不一样的吸引

力， 产品在生命周期的早期开发阶段需要更多的隐性知识， 因而更容易从产业多样化

的大城市中获得灵感， 完成孵化； 而进入成熟期后， 生产趋于标准化和规模化， 生产

成本的重要性相对提高， 则适合迁入专业化的小城市进行大规模、 低成本的生产。 第

三， Ａｓｈｅｉｍ 等 （２００７） 认为， 即便从创新的角度来看， 城市的多样化也并非绝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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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他们将创新区分为三个主要类型： 分析性知识创造 （科学， 创造基础科学领域

的新知识）、 合成性知识创造 （工程， 对现有基础知识存量的组合和应用） 和象征性

知识创造 （文化， 对原有知识再包装以增加商业价值）。 Ａｓｈｅｉｍ 等认为城市经济的多

样化更有利于象征性知识创造， 而非分析性和合成性知识创造， 特别是对于分析性知

识创造来说， 局部地区的社会资本和集体学习均显得不那么重要。

四、 ２１ 世纪以来的城市创新创意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践中， 都出现了所谓的 “城市转向”
（Ｕｒｂａｎ Ｔｕｒｎ）。 在经济地理学中， 城市转向是指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城市对知识工人的

吸引力， 这被认为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保持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Ｈａｎｓｅｎ，
２００８）。 这类研究始于佛罗里达 （２０１０） 的开创性贡献。 本质上讲， 佛罗里达的理论

是对广泛应用于经济地理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再发展， 不过与传统的城市经济学更

加强调企业家对于城市创新的作用相比 （ Ｊｅｓｓｏｐ ａｎｄ Ｓｕｍ， ２０００；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佛罗里达则提出 “创意阶层”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 的概念。 佛罗里达 （２０１０）
认为创意阶层由两种类型的成员组成： 一种是 “超级创意核心” 群体， 包括科学家

与工程师、 大学教授、 诗人与小说家、 艺术家、 演员、 设计师与建筑师， 以及其他现

代社会的思想先锋， 诸如非小说作家、 编辑、 文化人士、 智囊机构成员、 分析家及

“舆论制造者”， 他们都是专职于创意工作； 另一种是广泛分布在知识密集型行业

（如高科技行业、 金融服务业、 法律与卫生保健业以及工商管理领域） 的 “创新专

家”， 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会参与测试并改进新技术、 新方案或新管理方法， 甚至尝试

独立研发。 佛罗里达认为上述两类人群均具有创意精神， 并共同促进创意经济的发

展。 城市若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维持其创造力， 就必须对创意阶层具有吸引力。 相较而

言， 传统理论所强调的产业集聚或社会资本等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已然下降。
在实践方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的欧洲， “知识城市” 的概念开始孕育， 欧盟

２００２ 年发布的 《尤里卡计划》 正式提出要建设通过知识要素来创造高附加值产品，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此后， 在全球范围内， 许多城市和区域都规划建设了不同形

式的知识聚集区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如科技园区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ａｒｋｓ）、
创意工厂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创新区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开放创新校园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ｕｓｅｓ） 等， 旨在促进特定领域的知识活动 （如高科技、 数字媒体或其

他创意产业） 的集聚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０９； Ｖａｎ Ｗｉｎｄ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同时， 许多郊区和处

于半封闭状态的知识区域 （校园、 科学公园、 技术公园等） 也在被增加新的城市功

能， 如住宅、 公共设施、 文化或教育设施等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３）。 总之在许多城市， 以

往的单一功能的商业或研究区正在向开放的、 多元化的环境转变。 这种实践中的城市

转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增进对知识工人的吸引力， 并将该地区打造成为知识活动的

温床 （Ｖａｎ Ｗｉｎｄｅ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６）。 实践中的知识集聚区正是对创意城市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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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 而相关理论也正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总体而言， 无论是相关理

论还是实践都尚处于起步阶段， 即便如此， 其发展方向却仍得到了许多国家学界和政

府的高度认同。
与传统理论与实践相比， 创意城市或创新聚集区更加强调如下几点。 第一， 强调

人与人的互动。 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 传统的创新模式———从研发到商业化的线性模

式———面临巨大的挑战， 知识的创造和学习发生在互动过程中 （Ｇｏｄｉｎ， ２００６； Ｂａｔｈｅ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ｎｄｅｔ， ２０１４）， 最有价值的创新来自不同行业或技术的结合 （Ｃｏｏｋｅ， ２０１１），
同时在许多创新聚集区， 居民或游客的参与已成为许多创新的原始素材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２）。 第二，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许多文献显示，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相比

于办公室或实验室， 高素质和创造性工人越来越倾向于在充满活力和文化、 消费和休

闲机会更多的环境中工作 （Ｖａｎ Ｗｉｎｄｅ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６）。 第三， 更具包容性。 佛

罗里达 （２０１０） 将包容性纳入其 ３Ｔ 理论之中，① 正如其所言， 创意人士所选择的地

方都是具有多样性、 包容性以及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地方， 特别是他强调的对于同性恋

者的包容曾引起极大的争议。 第四， 城市自身的创新。 城市规划大师霍尔指出， ２１
世纪的创意城市更重要的将不是聚焦于文化、 技术或商业上的创新， 而是 “城市创

新”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即聚焦于城市自身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以持续提升城

市生活质量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０）。
最后， 既然是涉及城市规划， 那么政府部门在城市转向中的作用便不容忽视。 对

于创意阶层而言， 理想的生活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诸如良好的教育系统、 卫生服务、
清洁和安全的环境以及必要的商品、 服务和文化消费配套设施等 （Ｔａｎ ａｎｄ Ｌöｎｎｑｖｉｓｔ，
２０１３）， 而这些生活设施的建设或规划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发挥作用。 不过更为重要的

是， 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创意城市的建设 （或旧城改造） 来实现其多重目标。 一项有

关创新区的全球调查显示， 政府的主导目标是经济发展、 集聚和招商引资、 企业家和

就业的创造 （Ｅｖａｎｓ， ２００９）。

五、 对中国城镇化的几点启示

在对城市、 创新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细致梳理后， 本文最后结合既有理论的基

本框架和最新进展来讨论几个与中国的城镇化直接相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 城市在发展中经济体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发展中经济体的研发和创新模式

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区别， 前者以局部流程创新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为主， 后者以

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为主。 尽管现有理论对城市与创新问题的

研究主要基于发达经济体的现象展开， 但研究表明， 发展中经济体的城市依然能够发

挥创新 “孵化器” 的作用。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０４） 正确地指出，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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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言， 创新并不是创造出新的产品和生产过程， 而是发现一个已经在市场中占有一

席之地的产品， 它可以在自己的企业中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 这一发现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个探索未知事物的过程， 需要大量隐性知识。 从第二节的梳理中已经知

道， 隐性知识在城市的知识溢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以发现产品和降低

成本为主要特征的流程创新过程在聚集程度较高、 信息更为丰富的城市区域中更容易

得到实现。
在经济步入新常态、 创新发展理念成为发展指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发展主

线的大背景下， 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着力点更应放在供给侧和生产端。 具体地说， 就是

要致力于通过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来激发创新潜力， 以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带动有效

供给的增加， 最终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第二， 城市更有利于发展何种产业。 传统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城市的集聚效应、 多

样化和专业化， 而对于具体何种产业更能从城市中获益关注较少。 第二节谈及城市集

聚所带来的非正式交流与创新研究传统， 有学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探讨引向深

入， 开创性地从面对面接触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以及由此形成的信息共振 （Ｂｕｚｚ）
中探索城市经济的奥秘 （Ｓｔｏｒｐ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４）。 他们指出面对面接触是一种高

效的交流方式， 而城市的优势恰恰在于增加了多样化人群之间有意或无意的面对面沟

通机会， 并进而形成信息的网络循环并产生 “共振” 效应———使得其中具有共鸣的

个人被社会化， 以增加他们之间进一步面对面沟通并生成创意的机会。 据此可知， 城

市集聚效应对于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行业更为重要， 如文化创意、 金融和商业服

务、 高科技和研究以及政府、 集团总部、 行业协会、 国际机构等。 实际上， 面对面接

触和信息共振本身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面对面沟通通常是通过正式渠道传递复杂

的隐性知识， 而信息共振则是基于群组的一种非正式的知识传递。 基于此， Ａｓｈｅｉｍ
等 （２００７） 分别探讨了三种不同的创新型产业 （分析型、 合成型、 象征型） 所适合

的环境， 并指出城市经济的多样化更有利于象征型产业———传媒、 广告、 设计等———
的知识创造。

综合现有理论研究判断， 大城市可能更加适合发展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性

服务业。 长期以来，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 其原因在于， 中国企业组织

结构呈现 “大而全、 小而全” 的特征， 大量的服务业或服务环节被内置在制造企业

内部， 由制造企业提供服务生产和服务产品。 这就使得大量本应由市场提供的生产性

服务变成了制造企业内部自我提供的服务。 如此一来既严重压抑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需

求， 也降低了服务业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现实背景之下，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不断向纵深地带推进， 分工的细化和市场发育

程度的提高是大势所趋。 特别是科技成果和制造业的结合也将推动产业分工深化， 产

业链的分解和产业间融合将拓宽服务业发展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的制造业服务

化将必然遵循一条从 “内部服务化” 向 “外部服务化” 转型的过程。 中国的大城市

当可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 不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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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政府的作用。 政府究竟在城镇化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如果用城市经济学的

理论来推导的话可能会存有争议。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 一方面从城市集聚带来

正外部性的角度看，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有效地促进当地知识领域的有效投资， 从而使

得城市中的知识外部性内部化， 以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有学者在考察数千年来世界城

市发展的若干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指出， 由政府力量强行推动的城镇化对经济效率的影

响通常是负面的 （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５）。 另一方面从各国推动城市创新创意的角

度来看， 现实中各国政府对城镇化的影响却是越来越大。 ２１ 世纪的城市转向离不开

政府的推动， 通过规划建设知识聚集区， 地方政府旨在提高土地价值， 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更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的色彩， 这尤其体现在各地的 “土地城

镇化” 或 “造城运动” 上， 而各种园区的建设也成为各级政府的主抓手。 然而进一

步从城市创新的本质来看， “造城” 可能存在诸多问题， 雄伟建筑并不必然能够吸引

许多创意阶层人士， 现实中许多科技园区就缺乏浓厚的城市氛围， 同时由 “土地城

镇化” 带来的高房价———对于创意阶层人士而言则是高生活成本———则更有可能直

接抑制企业创新。
总的来看， 政府主导城镇化有利也有弊， 理论界对此尚未有定论。 对于当下的中

国而言， 最为重要的是把握城镇化的本质： 即通过推进城镇化重新配置空间资源， 实

现创新驱动发展， 而不仅仅是阶段性的转移农业劳动力或着眼于短期的扩大内需。 这

一进程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大量选择性决策需要以获取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准确信

息为前提， 方可以较低的代价提升资源聚集的密度， 提高创新潜力和供给效率。 可

见， 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制度壁垒， 促进土地、 劳动力、 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自

由流动， 形成一系列管理良好的要素市场，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强

化中国城市创新功能的必要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城镇化道路转型的意义已经

超出了城镇化本身， 成为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 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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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３２６，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Ｖ􀆰 （２００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３ （１），
ｐｐ􀆰 １ － ２８􀆰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Ｖ􀆰 ， Ｔ􀆰 Ｌｅｅ ａｎｄ Ｙ⁃Ｊ􀆰 Ｌｅｅ （２００１）， “Ｓｃａｌ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９ （３）， ｐｐ􀆰 ４７９ － ５０４􀆰

Ｊａｆｆｅ， Ａ􀆰 Ｂ􀆰 ， Ｍ􀆰 Ｔｒａｊｔ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Ｒ􀆰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８ （３）， ｐｐ􀆰 ５７７ － ５９８􀆰

Ｊｅｓｓｏｐ Ｂ􀆰 ａｎｄ Ｎ􀆰 Ｌ􀆰 Ｓｕｍ （２０００）， “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７ （１２）， ｐｐ􀆰 ２２８７ － ２３１３􀆰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 １９９１ａ ），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９９， ｐｐ􀆰 ４８３ －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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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１９９１ｂ），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Ｌｕｃａｓ， Ｒ􀆰 Ｅ􀆰 （ １９８８ ）， “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２ （１）， ｐｐ􀆰 ３ － ４２􀆰
Ｌｕｃａｓ， Ｒ􀆰 Ｅ􀆰 （２００４）， “Ｌｉｆ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１２ （１）， ｐｐ􀆰 ２９ － ５９􀆰
Ｌｕｃａｓ， Ｒ􀆰 Ｅ􀆰 （２００７），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ｕｒｓｅｔｈ， Ｂ􀆰 ａｎｄ Ｂ􀆰 Ｖｅｒｓｐａｇｅｎ （２００２），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４ （４）， ｐｐ􀆰 ５３１ － ５４５􀆰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Ｒ􀆰 （１９８５），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７ （１）， ｐｐ􀆰 １０８ － １２４􀆰
Ｎｏｎａｋａ， Ｉ􀆰 （ １９９４ ）， “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 ｐｐ􀆰 １４ － ３７􀆰
Ｒｅｎａｕｄ， Ｂ􀆰 （ １９８１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ｄｒｉｋ， Ｄ􀆰 （ ２００４ ），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４７６７，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ｍｅｒ， Ｐ􀆰 （１９８６），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９４

（５）， ｐｐ􀆰 １００２ － １０３７􀆰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Ｊ􀆰 Ａ􀆰 （１９３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ｍｉｔ， Ｍ􀆰 Ｊ􀆰 （ ２０１７），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ｅｗ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８ （３），

ｐｐ􀆰 ５４３ － ５７８􀆰
Ｓｏｂｅｌ， Ｊ􀆰 （ ２０００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９４ （ ２ ），

ｐｐ􀆰 ２４１ － ２６１􀆰
Ｓｐｅｎｃｅ， Ｍ， Ｐ􀆰 Ａｎｎｅｚ ａｎｄ Ｒ􀆰 Ｂｕｃｋｌｙ （２００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ｔｏｒｐｅｒ， Ｍ􀆰 （ １９９７），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 Ｌｅｅ， Ｒ􀆰 ａｎｄ Ｊ􀆰 Ｗｉｌｌｓｅｄｓ

（ｅｄｓ􀆰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ｒｎｏｌｄ􀆰
Ｓｔｏｒｐｅｒ， Ｍ􀆰 ａｎｄ Ａ􀆰 Ｊ􀆰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４）， “Ｂｕｚｚ：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 （４）， ｐｐ􀆰 ３５１ － ３７０􀆰
Ｔａｎ Ｙ􀆰 ａｎｄ Ａ􀆰 Ｌöｎｎｑｖｉｓｔ （ ２０１３ ）， “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Ｃｉｔｉｅｓ， ３１ （２）， ｐｐ􀆰 ３５７ － ３６９．
Ｖａｎ Ｗｉｎｄｅｎ， Ｗ􀆰 Ｌ􀆰 ｄｅ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ａｎｄ Ｅ􀆰 ｖａｎ Ｔｕｉｊｌ􀆰 ，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Ｖａｎ Ｗｉｎｄｅｎ， Ｗ􀆰 ａｎｄ Ｌ􀆰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３ （１）， ｐｐ􀆰 ５３ － ７０􀆰
Ｖｉｖｅｓ， Ｘ􀆰 （１９９６），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

（３ － ５），ｐｐ􀆰 ５８９ － ６０１􀆰
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 Ｅ􀆰 （１９９４）， “ ‘Ｓｔｉｃｋ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ｕ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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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０ （４）， ｐｐ􀆰 ４２９ － ４３９􀆰
Ｚｈａｎｇ， Ｈ􀆰 （２０１５），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５， ｐｐ􀆰 １０５ － １２０􀆰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ＤＯＮＧ Ｙｕｎ１， ＬＩ Ｘｉｎ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Ｍｉｎｓｈｅｎｇ Ｂａｎ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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